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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与北朝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完成了秦汉向隋唐、由乱世至一统的过

渡，亦是民族融合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时期。屋顶檐头筒瓦的下缘部分——瓦当，因其巨大的出土数量、

广袤的分布范围，以及形制、纹饰、制法的多样性，成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中的重要标型器，不仅是手工

业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城市、陵墓等大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亦具有尤为重要的价值。十六国北朝瓦

当的研究，是考古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前贤的代表性成果中，有以平城
‹1›
、洛阳

‹2›
、邺城

‹3›
、三燕龙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ZD251）、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一般项目“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20－2021）”（项目编号：24BKG019）、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

划”（项目编号：2024CCXZ01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优势学科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YS14）的资助。

‹1›  王雁卿、高峰《北魏平城瓦当考略》，《文物世界》2003年第6期，第25－31页；刘俊喜《北魏平城出土瓦の基礎的研究》，《奈良

文化財研究所研究報告》第3册《古代東アジアの造瓦技術》，2010年，第193－207页；张春《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瓦当浅析》，《云冈研究》

2021年第2期。第79－86页；吕梦、张庆捷《瓦からみた雲崗石窟窟頂西区寺院の造営工程》，《中国考古学》第22号，2023年，第109－120

页；［日］冈村秀典编《雲岡石窟·遺物篇：山西省北部における新石器·秦漢·北魏·遼金時代の考古学的研究》，京都：朋友书店，

2006年，第147－154页；黄盼《云冈石窟北魏佛寺的考古学研究》，《华夏考古》2025年第3期，第142－150页。

‹2›  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第66－76、92页；钱国祥、郭晓涛《北魏洛阳城的瓦当及

其他瓦件研究》，《华夏考古》2014年第3期，第99－112页。

‹3›  焦智勤《邺城瓦当分期研究》，《殷都学刊》2007年第2期，第43－54页；朱岩石、何利群《鄴城出土の北朝瓦の製作技法》，前揭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研究報告》第3册《古代東アジアの造瓦技術》，第228－244页；沈丽华、吕梦《邺城遗址核桃园5号建筑基址出土瓦制品

的整理与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第195－204页。

十六国北朝瓦当的考古学研究 *

岳天懿  董新林

内容提要  瓦当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标型器。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古代瓦当纹

饰及工艺变化十分迅速。本文以十六国北朝都城遗址为中心，对考古出土瓦当进行梳理，

完善该时段瓦当的整体时空框架，讨论其分区和源流问题。这一时期，瓦当面貌从各地

域的群雄割据到逐步统一，再演化出东西分野的面貌。同政权内，不同中心都市的瓦当

亦逐渐形成较大差异。这一阶段的瓦当，受到魏晋传统、北族偏好、佛教装饰及南方瓦

作四种因素的交错影响。十六国与东晋瓦当的联系，可能反衬了当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背景 ；而在北境的边陲，瓦当面貌则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传播特征。十六国北朝瓦当，

对隋唐及后世的瓦当有着深远的影响。对瓦当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推进这一历史时期城

市、陵墓的考古研究。

关键词  十六国北朝  瓦当  时空框架  文化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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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1›
等重要城址出土瓦当为中心的个案研究，也有围绕莲花

‹2›
、莲花化生

‹3›
等专门瓦当类别的讨论，亦有

一些围绕北朝瓦当的长时段综合性考察
‹4›
。近年来，上述都城遗址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以及长安、晋

阳地区这一时期重要都市考古材料的积累
‹5›
，为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深化探索提供了崭新的契机和

坚实的支撑。

本文尝试在系统梳理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以十六国北朝都城为主线，进一步厘清这一阶段瓦当的类

型与年代，进而探讨瓦当背后反映的分区和文化源流。同时，对瓦当时空谱系的新识，一方面可促进对

重要遗址年代和性质的再思考，另一方面亦有助于瓦件研究及考古发掘方法的总结与反思。

一  十六国瓦当材料的分型和辨识

十六国时期的瓦件材料长期以来相对星散，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逐步积累，研究者得以从性质较单

纯的十六国时期遗迹中，确认一批较典型的十六国瓦当。在此基础上，在诸多城市遗址的考古工作中，

通过与本地东汉魏晋及北朝瓦当的比较，结合层位关系，还可辨识出一批相对特殊、无法归入前后时段

的瓦当材料，很可能是十六国时期的遗物。

目前出土的十六国瓦当，以关东（洛阳、邺城）、关中（长安）、晋阳及东北的三燕龙城为典型。纹饰多

样，包括文字、莲花纹、几何植物纹、云纹、人面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圆形瓦当之外，还发现一批饰人

面纹的半圆形瓦饰及半圆形瓦当。

‹1›  李新全《三燕瓦当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第12－15页；万雄飞、白宝玉《朝阳老城北大街出土的3－6世纪莲花瓦

当初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1－66页；王飞峰《三燕瓦

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95－313页；李新全《三燕文化界格图案瓦当源流考》，辽宁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辽西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都城文化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8－131页；［日］清野孝之、

［日］川畑纯、［日］今井晃树等《金岭寺遗址出土瓦件的研究》，载前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辽西地区东晋

十六国时期都城文化研究》，第154－203页。

‹2›  李梅《中原地区莲花纹瓦当的类型与分期》，《文物春秋》2002年第2期，第31－40页；王箐《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原及南方地区莲

花纹瓦当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  王秀玲《北魏莲花化生瓦当研究》，《文物世界》2009年第2期，第32－36、39页；王飞峰《北魏莲花化生瓦当探析》，《四川文物》

2019年第3期，第67－73页。

‹4›  ［日］向井佑介《中国北朝における瓦生産の展開》，《史林》第87卷第5号，2004年，第1－40页；［日］村上和夫著，丛苍、晓陆译

《中国古代瓦当纹样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39－173页；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1－184页；

［日］山崎信二《古代造瓦史―東アジアと日本―》，东京：雄山阁，2011年，第51－66页；黄渺淼《三国两晋南北朝瓦当研究》，中山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王银田《回望桑干：北朝、辽金考古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97－120页。

‹5›  刘振东《十六国、北朝长安城遗址出土建筑材料简论》，《文博》2024年第3期，第109－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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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东地区

关东地区的材料以洛阳和邺城两座都城为中心，其中又以邺城的材料较为丰富。十六国时期的后

赵、冉魏、前燕政权，先后以曹魏五都之一的邺北城为都。1930年代至1980年代初，已陆续采集了一批

十六国瓦当材料
‹1›
。1980年代邺城考古队成立后，在邺北城的钻探调查中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材料

‹2›
。此

后邺北城南墙潜伏城门
‹3›
、邺北城西侧南营窑址和孟庄窑址的发掘

‹4›
，则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十六国时期典

型器。

目前邺城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瓦当，根据纹饰的不同，可分为文字、莲花纹、几何植物纹、云纹瓦当四

类〔图一〕。此外，伴出的还有一类人面纹的半圆形瓦饰〔图二：1〕。

文字瓦当，即以文字为当面主要装饰。类型较丰富，根据当面布局的不同，可分三型。

A型，四分布局，以界隔线分为四区，外饰锯齿状三角缘。如邺北城潜伏城门所见者，残存当文“大

赵□□光□浮图”〔图一：1〕。

B型，四分布局，但不见界隔线，当面四字，被四乳丁间饰一一隔开，或可见“大”“利”“贵”等字〔图

‹1›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第15－24页；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

物》1983年第4期，第9－16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第595－600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邺北城发现城墙下潜伏城门及附属设施》，《中国文物报》2002年1

月11日第1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磁县讲武城镇十六国时期窑址调查与发掘简报》，《考古》2024年第8期，第67－

81页。

〔图一〕 关东地区十六国时期瓦当及相关瓦饰
1-10. 邺城出土十六国瓦当及扇叶形瓦饰    
1. 文字瓦当A型 （邺北城潜伏城门98JYBT1②∶42）  
2. 文字瓦当B型 （南营窑址2006JCN采∶3）  
3-5. 文字瓦当C型 （邺北城T19④∶35、 漳河河道采集文446、 邺北城采集∶806）  6. 莲花纹瓦当 （孟庄窑址2006JCJY1⑨∶31）  
7-8. 几何植物纹瓦当A型、 B型 （南营窑址2006JCNH1∶1、 南营窑址2006JCNH1∶10）  9. 云纹瓦当 （南营窑址2006JCN采∶2）  
10. 扇叶形瓦饰 （2006JCN采∶10）
11. 汉魏洛阳城出土十六国文字瓦当 （93BLT2F②∶1）

1 2
3 4 5

6 7 8 9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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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C型，双界隔

线的三分布局，

当面饰“大赵万岁”

或“富贵万岁”，均

对读〔图一：3－

5〕。在南营窑址

出土的可能为早期

鸱尾雏形的扇叶形

瓦饰中，还见到三

个“大赵万岁”瓦当

的组合形象〔图一：10〕。

其他几种瓦当的类型相对有限。莲花纹瓦当多为八裂瓣布局，莲蓬当心，枣核瓣两端收尖〔图

一：6〕。

几何植物纹瓦当均为四分布局，有间饰，分两型。

A型，主题纹饰与间饰均呈乳丁状〔图一：7〕，

B型，主题纹饰与间饰由乳丁、细长瓣、十字形饰和空心的甲字形饰组成〔图一：8〕。

云纹瓦当，当面云纹较简化，无界隔线，有三角缘外饰带，当面有字〔图一：9〕。

汉魏洛阳城目前所见的十六国遗存尚不丰富。1990年代出土的“富贵万岁”文字瓦当残块〔图一：

11〕
‹1›
，曾被认为是北朝标本。但从后续的发现来看，其与邺城所见者更为接近，而与平城所见北魏前

期井字界隔者迥异，应当是十六国时期的产品。近年在宫城永巷遗址新发现十六国时期的遗存中，还出

土一类半圆形人面瓦当〔图二：2〕
‹2›
。这种半圆形瓦当与邺城等地所见半圆形瓦饰，虽然在使用方式上

可能存在差异，但装饰的人面纹样高度接近。

（二）关中地区

目前可辨识出的关中地区的十六国瓦当来源有二，一是1996－2002年西岳庙遗址发掘出土的部分

材料
‹3›
，二是21世纪以来汉长安城中十六国时期遗存的发现。

以类型相对丰富的西岳庙遗址为例，发掘报告公布的南北朝时期遗存中，有两类标本值得注意。

‹1›  前揭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

‹2›  梁笑宇、李晓楠《汉魏洛阳城考古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洛阳晚报》2023年4月27日A02版。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岳庙文物管理处《西岳庙》，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4－51页，图版六－七。

〔图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都城遗址出土人面纹瓦饰及对比材料
1. 邺北城南墙潜伏城门98JYBT1②∶6  
2. 汉魏洛阳城永巷遗址出土   
3. 朝阳北塔T1⑥AF5∶15  
4. 平城西册田遗址标本08-1  
5. 徐州铜山班井二号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岳天懿摄
6. 福建福州地铁屏山站工地出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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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文字瓦当，均为四分界隔、小字隶书，当文多为“千秋万岁”，少数为“如意万年”，边轮宽窄不

一，多不突出〔图三：1－3〕。

二是云纹瓦当。公布标本中较值得注意者有两种。第一种云纹简化，边轮完全缺失，推测边轮与当

面并非一体成型〔图三：4〕；第二种云纹具象，在外围有一周“X”形纹饰带〔图三：5〕。

一般认为，自西汉中期以后，当面和凸起的边轮一体范制成型的云纹及文字瓦当，逐渐成为两汉

魏晋都城瓦当的主流做法。特别是云纹瓦当，是东汉魏晋时期京畿地区最为主流的瓦当。上述“千秋万

岁”文字瓦当，其当文虽在两汉时期亦有发现，然西岳庙所出者的字体、布局皆有很大变化。第一种云

纹瓦当纹饰简化，其云纹形态和边轮形制均与西汉中后期以降的都城传统不同，在西晋的纪年瓦当上

还有此类简化云纹延续的例证
‹1›
。第二种云纹瓦当外饰单圈“X”形纹饰，似为汉代环饰菱格纹的同类标

本的仿作，在长安城长乐宫二号遗址晚期陶窑
‹2›
、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宫门

‹3›
亦发现相近纹样的

标本〔图三：6〕。以长乐宫所出标本为例，其当背保留的刻划等工艺痕迹与西汉瓦当亦截然不同，当同

为十六国时期的产物。在西岳庙还出土一件值得注意的扇形瓦饰，其上装饰三枚云纹瓦当图案〔图三：

7〕，整体形制与邺城南营遗址采集到的“大赵万岁”扇形瓦饰颇为相近，很可能也是十六国前后的标本，

可作为这批瓦当断代的旁证。

‹1›  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第37－46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长乐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第55－

86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宫门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23年第8

期，第48－65页。

〔图三〕 关中出土十六国瓦当及扇形瓦饰
1-3. 文字瓦当 （西岳庙G66H1∶1、 东廓基∶1、 T107⑤∶14）
4-6. 云纹瓦当 （西岳庙T108④A∶28、G62④∶1、 长乐宫二号遗址晚期陶窑Y12∶6）
7. 扇形瓦饰 （西岳庙G33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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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阳地区

晋阳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作为控扼晋地的咽喉，它是十六国时期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前秦、后

赵先后定都于此。晋阳古城三号基址出土了一批以往在晋阳地区较为少见的瓦当，报告根据出土层位和

遗物特点，将其年代定为魏晋至十六国时期
‹1›
。参考汉代都城的瓦当序列，这批标本中的“长乐未央”文

字瓦当和云纹瓦当〔图四：1－2〕，应系两汉实物。出土的“切当”做法的素面瓦当（即制作时瓦当先连接

完整圆形瓦筒，再切去瓦筒的一半），因只报道了个例，亦不排除是早期遗物混入的可能〔图四：3〕。

还有部分带三角形锯齿外缘的云纹瓦当〔图四：4〕，与邺城、洛阳所见魏晋云纹瓦当相近，可能是东汉

末至魏晋时期的产品。除此以外，尚有一部分瓦当标本，体现出较明显的十六国特色。

一是纹饰与前揭关东地区标本较为接近者，如“长乐富贵”文字瓦当〔图四：5〕，小字隶书，四分布

局，双界隔线。

二是纹饰特殊、工艺亦较为原始的标本，以四叶柿蒂纹瓦当、较简化的卷云纹瓦当为典型〔图四：

6－7〕。柿蒂纹或见于两汉时期部分云纹瓦当的当心装饰中，但作为主题纹样并不多见。云纹卷曲若此

者，亦与常见的两汉魏晋云纹瓦当有别。此外，这些标本边轮或窄小，或缺失，后者意味着边轮和当面

有可能并非一体成型。

上述标本与本地所出特征相对明确的汉魏时期瓦当在纹饰和形制上区别较大，虽然尚不能排除早期

‹1›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晋阳古城三号建筑基址》，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54－155

页，图版四〇三－四〇四。

〔图四〕 晋阳古城三号建筑基址出土两汉魏晋十六国时期瓦当辨析
1. 文字瓦当 （TN02W04⑦∶10）  2. 云纹瓦当 （H108∶8）  
3. 素面瓦当当背 （H94∶1）  4. 云纹瓦当 （TN03W02⑦∶6）  
5. 文字瓦当 （H130∶26）  6. 柿蒂纹瓦当 （TN04W01⑤∶2）  
7. 云纹瓦当 （H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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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物的可能，但为探索晋阳地区十六国瓦当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东北地区

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的三燕龙城旧址，曾是前燕、后燕、北燕三个政权的都城，亦是三燕瓦当研究的

核心城址。其材料的积累始于1990年代朝阳城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
‹1›
，2000年以后朝阳北大街

‹2›
、北塔

‹3›

及周边北票金岭寺遗址
‹4›
材料的公布，提供了目前为止三燕瓦件研究最详实的基础材料。

龙城出土的三燕瓦当均饰莲花纹。根据纹饰布局的不同，可分两型。

A型，花瓣之间无间饰。大多有界隔线，以四、六瓣为主〔图五：1－4〕。

B型，花瓣之间有间饰。无界隔线，以六、八瓣为主〔图五：5－6〕。

另在朝阳北塔的发掘中，三燕地层还伴出半圆形人面纹瓦饰（见图二：3）。

（五）统万城

除了以上相对典型的材料，我们还需对统万城的材料进行一些说明。统万城位于今陕西榆林，是

十六国中夏政权的都城。该城址报道的瓦当类型中，莲花、兽面纹显系唐及五代以降遗物。蝉纹瓦当范

作为孤例，年代尚难判断。出土的“永隆”文字瓦当，或被认为是较重要的十六国时期遗物〔图六〕
‹5›
。据

传世文献可知，确有殿名“永安”
‹6›
，以“永隆”为号似乎也符合当时北方地区吉语瓦当的传统。然两字上下

布局的文字瓦当，亦可溯源至两汉时期
‹7›
。十六国时期的统万城是否在汉城基础上改建，仍是学界聚讼

已久的问题。因此这一例标本的断代，还有待未来的发掘来证实。

二  北朝瓦当类型与分期

相较十六国时期，北朝瓦作的基础材料和研究积累都相对丰富。既往以平城、洛阳、邺城三都为主线

的材料梳理，基本明晰了这一时期瓦当纹饰流变的主要趋势，但在各期别的具体划分标准上仍存在较多

‹1›  前揭李新全《三燕瓦当考》。

‹2›  前揭万雄飞、白宝玉《朝阳老城北大街出土的3－6世纪莲花瓦当初探》。

‹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7－25页，图版六。

‹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载《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8－

224页。

‹5›  戴应新《大夏国与统万城》，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03－107页。

‹6›  《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2页。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1页；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东汉孝女黄晨、黄芍合葬

墓》，《考古》1997年第7期，第13－15、3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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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议，这也将是本节着力的重心。北朝时期瓦当，包括文字、莲花、莲花化

生、忍冬、兽面等多种纹饰。在北朝前期，还伴出半圆形的人面瓦饰，但迁洛

以后即不见其踪影。

（一）北朝前期——以平城地区为中心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定都盛乐。天兴元年

（398），定国号为魏，并自盛乐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泰常七年（422），明元帝筑平城外郭城
‹1›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至

洛。从盛乐到平城，是北魏王朝从游牧转向定居的重要阶段。

盛乐古城即今内蒙古林格尔土城子古城。该城不仅是北魏的立国之都，后来亦作为其军镇防御体系

的枢纽而长期沿用。已刊布的盛乐古城出土北朝瓦当
‹2›
，大多与平城、洛阳所见者相近，尚难以从中辨

析出拓跋珪立国初期、定都盛乐时期的标本。因此，北魏早期瓦当的框架，仍有赖于平城，即今山西大

同地区的材料。

除去散出及流失民间的材料，平城一带出土北朝瓦当的典型地点，可归并为五组。一是北魏宫城遗

‹1› “（泰常七年秋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魏书》卷三《太祖纪》，中华书局，2018年，第72页。

‹2›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博物院等《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一）——城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

社，2022年。

〔图五〕 三燕龙城一带出土十六国瓦当
1-6. 三燕龙城出土莲花纹瓦当  
1-4. A型莲花纹瓦当 （北大街04CL管线沟采∶2、 北大街04CLVH14∶6、 北塔T7④∶18、营州路93CYZT4∶1）
5-6. B型莲花纹瓦当 （金岭寺BD44、 北大街04CLV③：21）

〔图六〕 统万城出土 “永隆” 文字瓦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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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其中操场城一号、二号的材料已刊布
‹1›
。二是云冈石窟

‹2›
，其始建年代应不早于和平初年（460）

‹3›
。三

是始建于太和三年（479）的方山永固陵
‹4›
，四是建于太和十五年（491）的南郊明堂遗址

‹5›
。五是大同东南

桑干河畔的西册田遗址，因缺少系统发掘，遗址的年代下限尚难确定，但出土多种其余地点鲜见、疑似

平城时代前期的瓦饰
‹6›
。在散出的瓦当标本中亦有一些较重要者，如大同城南金属镁厂M5墓室填土出土

的莲花化生瓦当等
‹7›
。

平城出土的北朝瓦当，主要有文字、莲花、莲花化生、兽面四类。结合纹饰变化和出土地点，可分四期。

第一期，盛行文字瓦当，多见者为两小类。第一小类为小字，四分布局，当文“皇祚永延”“皇□□

岁”等〔图七：1〕；第二小类为大字，井字界隔布局，当文“万岁富贵”“大代万岁”等〔图七：2－4〕。早年

曾有学者在山西阳高南郊采集到井字界隔与小字相结合的文字瓦当残块，当文疑为“太安四年”（458），

似可视作两种风格之糅合
‹8›
，不过类似的标本在平城并未发现。这一期的标本主要见于西册田和操场

城建筑遗址，在云冈石窟、方山陵区、明堂遗址均不见，则其年代应该偏早，当是5世纪上半叶至中叶

生产和流行的产品。从出土地点的分布来看，平城地区所出的半圆形人面瓦饰大多可归入此期（见图

二：4）。

第二期，流行井字界隔的文字瓦当，当心大圆形乳丁和四角小乳丁外，均附一周凸弦纹。当文以

“万岁富贵”“传祚无穷”最为流行，大量出土于云冈山顶寺院和操场城一带大型建筑基址中，应该与云冈

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年代相当，推测年代在5世纪中叶至80年代〔图七：5－7〕。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第

485－513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操场城北魏二号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4期，第4－25页。

‹2›  ［日］冈村秀典《雲岡石窟·遺物篇：山西省北部における新石器·秦漢·北魏·遼金時代の考古学的研究》，京都：朋友

书店，2006年，第1－52页；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

社，2021年。

‹3›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25－38页。

‹4›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第4－26页；［日］出光美术馆《北京大学サックラ

ー考古芸術博物館所蔵中国の考古学展：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発掘成果》，东京：光村印刷株式会社，1995年；前揭［日］冈村秀典编《雲

岡石窟·遺物篇：山西省北部における新石器·秦漢·北魏·遼金時代の考古学的研究》，第107－115页；［日］冈村秀典、［日］向井佑

介《北魏方山永固陵の研究－東亞考古學會一九三九年収集品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學報》第80册，2007年，第69－150页。

‹5›  “（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十五年四月）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十月）明堂、太庙成。”前揭《魏书》

卷七《高祖纪》，第191、199－200页；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遗址1995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刘俊

喜、张志忠《北魏明堂辟雍遗址南门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6－112页。

‹6›  前揭［日］冈村秀典《雲岡石窟·遺物篇：山西省北部における新石器·秦漢·北魏·遼金時代の考古学的研究》，第116－121

页；王银田、宋建忠、殷宪《山西大同北魏西册田制陶遗址调查简报》，《文物》2010年第5期，第27－37页。

‹7›  韩生存、曹承明、胡平《大同城南金属镁厂北魏墓群》，《北朝研究》1996年第1期，转引自《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魏晋至隋唐

（一）》，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第888－895页。

‹8›  张崇宁《北魏六字纪年残瓦当》，《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2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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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文字瓦当仍继续流行，此外莲花纹、兽面纹瓦当以及部分莲花化生瓦当开始出现。

这一阶段的文字瓦当仍流行井字界隔，但当心大乳丁和四角所饰小乳丁外围凸弦纹或消失，字体

小而不规整。除“万岁富贵”“传祚无穷”外，还有多种不同的吉语文字。这批文字瓦当在方山永固陵思远

佛寺遗址大量出土，在云冈和操场城亦有少量发现。推测其年代当与永固陵的营建时间相当，约5世纪

80－90年代〔图七：8－10〕。

此期出现的莲花纹瓦当和莲花化生瓦当均为复瓣。主要特征是，多见外鼓的弧尖形外廓，同瓣内两

花肉多被界隔线分开，而相邻两瓣的花肉往往相连，间饰呈翻瓣状，花瓣、间饰直抵边轮〔图七：11－

15〕。上述风格的莲花纹瓦当亦见于北魏洛阳城，在平城多见于南郊明堂遗址和方山永固陵，在云冈石

窟窟顶佛寺亦有发现，然出土数量较少，比重远不及伴出的文字瓦当。在明堂和操场城一号基址出土

有比例较高的兽面纹瓦当〔图七：16〕，其相近风格标本同见于洛阳。平城地区上述瓦当的年代上限

应当与明堂、永固陵的营建年代相隔不远，大约是迁洛之前新出现的样式，下限可能到迁洛以后的6

世纪初。

第四期，流行莲花纹和莲花化生瓦当，兽面纹瓦当可能也在继续生产。莲花纹此期一是新出现了单

瓣类别〔图七：17－18〕；二是复瓣莲纹的弧尖形外廓内收，不再紧贴至边轮，邻瓣花肉不相连，有的

标本还出现了联珠纹外饰〔图七：19－21〕。这种变化在莲花化生瓦当中亦同样发生〔图七：22－23〕。

这一期瓦当，在云冈、方山陵区有零星发现，集中出土于操场城二号建筑基址。其纹样变化，与北魏洛

阳城二、三期（详见下文），特别是永宁寺遗址出土的瓦当组合类似。推测年代上限在6世纪初，下限可

至六镇之乱。

（二）北朝中期——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十六国时期，洛阳城在战火浩劫之下遭受了较大规模的破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从平城迁

都至洛阳，再次开启了洛阳城的大规模营建，以原汉晋大城作为内城遗址，最终形成宫城、内城、外郭城

三重城垣相套的布局。北魏时期洛阳的营建并非一蹴而就。宣武帝景明二年（501）扩建郭城，郭城内的

里坊、大市等遗址的始建约在此时
‹1›
。而坐落于内城的永宁寺，则始建于熙平元年（516），孝武帝永熙三

年（534）毁于大火
‹2›
。其后数月孝武帝出奔关中，北魏分裂，北魏洛阳城自此渐趋衰颓，在北周和隋唐

初期短暂的沿用后，终于湮没于历史长河。尽管作为都城的时间并不长久，但北魏洛阳城却见证了北魏

‹1›  “（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前揭《魏书》卷八《世祖纪》，第232页；“嘉表请于京

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前揭《魏书》卷一八《拓跋嘉传》，第497页。

‹2›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

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即位之三年。浮图为火所烧……火经三月不减。有火

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十月而京师迁邺。”（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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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从鼎盛到崩解的过程，该城址出土的材料，是构建北朝中期瓦当序列的不二之选
‹1›
。

北魏洛阳城出土的瓦当，主要有莲花、兽面、忍冬、莲花化生纹和文字瓦当五类。其中，莲花纹瓦当

是出土数量和种类占比最大、变化最多样的类别，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均为复瓣，多为五至六瓣。这一批标本的特征是：花瓣有较鼓的弧尖外廓，造型十分写

实，相邻花瓣外廓、花肉相连；当心均为大乳丁外环绕一周小乳丁；无联珠纹外饰。这一期标本多见于

‹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杜金鹏、钱国祥《汉魏洛阳

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洛阳汉魏隋唐都城遗址保护中心《汉魏洛阳城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24年。

〔图七〕 平城出土北朝瓦当
1-4. 第一期  5-7. 第二期  8-16. 第三期  17-23. 第四期
1-4. 第一期文字瓦当 （操场城二号遗址T520②∶5、 西册田标本06-1、 西册田05-16、 西册田遗址出土）
5-7. 第二期文字瓦当 （操场城一号基址T510③∶8、 云冈窟顶东部佛寺T20607④∶5、 云冈窟顶西部佛寺T525④：1）
8-10. 第三期文字瓦当 （永固陵思远佛寺T011∶2、 方山永固陵思远佛寺T004∶9、 操场城二号遗址L201①∶4） 
11-14. 第三期莲花纹瓦当 （操场城一号基址C3、 方山永固陵思远佛寺T006∶4、 云冈窟顶西部佛寺T524④∶43、 云冈窟顶西部佛寺T524④∶111） 
15. 第三期莲花化生瓦当 （操场城一号基址C4）  
16. 第三期兽面纹瓦当 （操场城一号基址T610②∶11） 
17-21. 第四期莲花纹瓦当 （操场城二号遗址T701②∶1、 云冈窟顶西部佛寺T501Y502①∶8、 操场城二号遗址T512③∶1、 云冈窟顶西部佛寺T529④∶48、 方山
永固陵思远佛寺T005∶1）
22-23. 第四期莲花化生纹瓦当 （云冈窟顶西部西部佛寺T517南扩方④∶68、 操场城一号基址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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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建春门和一号房址，在太极殿、阊阖门也有出土，大市遗址亦有零星发现。推测是迁洛初期城市营

建的主要产品，个别可延续至公元6世纪初〔图八：1－2〕。

第二期，均为复瓣，瓣数主要有六、七、八瓣等。特征是：花瓣仍多为弧尖形外廓，但开始缩减内

收，部分已近弧形；花瓣和间瓣不再紧贴至边轮，开始向内收缩；当心大乳丁外除环绕小乳丁，部分环

以小短线纹装饰；花瓣外围开始出现联珠纹装饰带。上述标本在洛阳郭城大市遗址多有发现，应该是景

明年间郭城扩建的产物，流行于5世纪末至6世纪初〔图八：4－7〕。

第三期，新出现了单瓣莲纹瓦当，瓣数多在八瓣至十二瓣，无联珠纹外饰，小乳丁构成莲蓬当心

〔图八：10－14〕。复瓣莲纹瓦当以八瓣为主，弧形外廓，相邻花瓣外廓、花肉不相连，开始出现莲蓬

当心，外有联珠纹装饰带〔图八：15－16〕。这一期的典型标本集中出土于永宁寺遗址，上限当在孝明

帝朝，整体的下限大体应在北魏分裂之时，约6世纪10－30年代。不过也应注意的是，单瓣莲纹瓦当中

的个别标本（见图八：14），与其余莲纹瓦当花瓣形态差别较大，尚不能排除其为北周营洛阳宫时期产

物的可能。

兽面纹瓦当可分无犄、有犄两小类。无犄且额顶鬃毛弯曲的标本，与平城所见兽面瓦当相近，在阊

阖门、一号房址多见〔图八：8－9〕。鬃毛平直的无犄兽面瓦当〔图八：17〕及有犄者〔图八：18〕，多见于

永宁寺。前者应当与莲花纹瓦当第一、第二期对应，后者则对应第三期。莲花化生〔图八：19－20〕和忍

冬纹瓦当〔图八：21－22〕，目前在洛阳均仅见于永宁寺遗址，归入第三期为宜。但结合平城的序列，

推测莲花化生瓦当应该存在一、二期对应的标本。文字瓦当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似乎已经不再流行，唯

有明堂遗址所见井字界隔延年益寿瓦当〔图八：3〕，可能是平城时代文字瓦当的余音，可归入第一期。

（三）北朝晚期——以邺城、晋阳和长安为中心

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政权以邺城、晋阳为中心，和占踞长安的西魏北周政权相对峙。这三座城址

的考古材料，集中反映了北朝晚期以莲花纹为主体的瓦当典型面貌。

1. 邺城

东魏北齐政权在邺北城的基础上，扩建邺南城为都。邺城出土的北朝莲花纹瓦当
‹1›
，仅少数为复瓣

〔图九：1〕，大多数为单瓣〔图九：2－9〕，当心一般呈莲蓬状。单瓣莲纹瓦当的瓣数多在六、八至十一

瓣不等，根据联珠的有无，可分甲、乙两小类。根据花瓣形态的不同，这两小类均可进一步分为两型。

‹1›  资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邺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邺城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2014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6年第

4期，第563－5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邺城考古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核桃园5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

《考古》2018年第12期，第43－6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

城区206号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考古》2023年第2期，第5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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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北魏洛阳城出土瓦当
1-3. 第一期莲花纹瓦当 （建春门85LWJT14∶1、 太极殿T2865③B∶2、 明堂78HNMJ8H5∶01）
4-7. 第二期莲花纹瓦当 （大市遗址周边87BD②∶2、 大市遗址周边85BDT6③∶1、 津阳门内大道T4③∶9、 阊阖门T711②∶15）
8-9. 第一、二期兽面纹瓦当 （阊阖门T406②∶22、 太极殿T2465④C∶1）  
10-16. 第三期莲花纹瓦当（大市遗址出土、 市遗址周边86BDT9G2∶3、 永宁寺T1∶3027、 明堂78HNMT6②∶01、 大市遗址周边
87BD②∶3、 永宁寺T1∶3026、 永宁寺T1∶3059）
17-18. 第三期兽面纹瓦当 （永宁寺T5∶3183、 永宁寺T1∶3028）
19-20. 第三期莲花化生瓦当 （永宁寺T1∶3047、 T1∶3044）
21-22. 第三期忍冬纹瓦当 （永宁寺T1∶3043、 T1∶3052）

A型，两端收束的枣核形瓣（见图九：2－5、7－8）。

B型，圆珠形瓣（见图九：6、9）。

2. 晋阳古城

晋阳城在北魏时为太原郡治，东魏北齐时期则为别都，是高氏势力中心所在。随着晋阳古城发掘工

作的推进，北朝瓦作的材料不断增加，典型单位除了早年发掘的出土单瓣莲纹瓦当的北齐娄睿墓
‹1›
、徐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彩版一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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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秀墓
‹1›
，还有近年发掘的晋源苗圃试掘

‹2›
探沟第三、五、七段的⑥层、一号建筑基址

‹3›
⑥层、西南城墙发掘

区⑥层等。此外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东侧⑤a层及该层下开口灰坑，很可能包含了毗邻的三号建筑基

址倒塌后废弃的北朝和唐代早期建筑构件
‹4›
，可作为重要的参考。在童山龙子寺

‹5›
、三号建筑基址

‹6›
的发

掘中，亦均出土了一批北朝时期标本。

要将晋阳古城所出的北朝和隋唐初期的标本进行准确的区分，仍然有一定的困难。但以上述典型单

位为基础，结合晚期地层出土的相近标本，还是可以遴选出一组相对明晰的北朝瓦当组合，其均为莲花

纹瓦当，复瓣和单瓣皆有，多为莲蓬当心。

复瓣莲花纹瓦当基本不见联珠纹外饰。根据花瓣形态的不同，分三小类。

甲类，弧形外廓向外突出，邻瓣花肉或相连，同瓣内花肉之间有界隔〔图十：1－2〕。当心多饰一

大乳丁。

乙类，弧形外廓不突出，邻瓣花肉不相连，同瓣内花肉之间无界隔〔图十：3－4〕。

‹1›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徐显秀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晋阳古城晋源苗圃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8年。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科学出版社，2016年。

‹4›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晋阳古城唐代一号作坊遗址发掘简报》，《中

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3期，第6－29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龙山童子寺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2010年第7期，第43－56页。

‹6›  前揭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晋阳古城三号建筑基址》。

〔图九〕 邺城出土北朝晚期莲花纹瓦当
1. 复瓣莲花纹瓦当 （曹村窑T102H12③∶3）  
2-9. 单瓣莲花纹瓦当
2-5. 甲类A型 （宫城206号大殿2018JYNT50K1H58∶105、 漳河河道内采集标本文421、 朱明门86JYT149②∶50、 赵彭城佛寺11JYNT90G （SW） ③∶10）  
6. 甲类B型 （核桃园五号基址T272④∶57） 
7-8. 乙类A型 （赵彭城佛寺11JYNT90G （SW） ③∶8、 赵彭城佛寺04JYNT73H2∶3）  
9. 乙类B型 （邺南城西郊窑址94JYT401H1251∶6b）

类
型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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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类，弧形外廓不突出，邻瓣花肉不相连，同瓣内花肉之间有清晰界隔〔图十：5〕。

单瓣莲花纹瓦当根据外饰的不同，分两小类。

甲类，外饰无联珠纹。根据花瓣形态的不同，分三型。

A型，枣核瓣，花瓣无外廓〔图十：6－7〕。

B型，枣核瓣，外有弧尖形的外廓〔图十：8－10〕。

C型，枣核瓣状外廓，内饰细长叶脉〔图十：11－12〕。

乙类，外饰联珠纹。仅可辨识出个别标本，间饰呈“Y”形分叉〔图十：13〕。

参考洛阳地区莲纹瓦当的演变规律，上述标本中，除了甲类复瓣莲花纹瓦当可能是自平城迁洛前后

的产物，其余莲花纹瓦当的年代，应均处于北魏迁洛后期至西魏北周时期。

3. 长安城与西岳庙

关中一带所见的北朝晚期瓦当，主要见于长安城的直城门
‹1›
、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宫城宫门

‹2›
、北宫一

号建筑基址晚期遗存
‹3›
、长乐宫二号遗址晚期陶窑

‹4›
等地点以及西岳庙遗址

‹5›
。目前所见者皆为单瓣莲花

纹，瓣数多在十二瓣及以上。可分两小类。

甲类，无联珠纹外饰。仅见于西岳庙遗址，枣核形实心瓣，其三角形间饰较北魏洛阳城所出的单瓣

莲纹瓦当有明显的简化〔图十一：1〕。

乙类，有联珠纹外饰。多见于长安城内。根据花瓣形态的不同，分两型。

A型，枣核形空心瓣〔图十一：2－4〕。

B型，圆珠形实心瓣〔图十一：5〕。

三  分区特点

在大一统的秦汉、隋唐王朝，云纹和莲花纹瓦当分别盛极一时，成为遍布全国的主流瓦当类型。而

夹于其间的十六国北朝政权，瓦当之面貌及变化频率却纷繁复杂，其分区亦与时代走向密切相关。

（一）由差异向统一的转变

十六国到北朝早中期，北方地区的瓦当面貌的发展经历了由差异向统一的转变。十六国时期资料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第49－60页。

‹2›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宫门遗址的勘探与发掘》，第62－63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北宫一号建筑基址》，《考古》2023年第10期，第51－69页。

‹4›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长乐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第82－83页，图版拾陆。

‹5›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岳庙文物管理处《西岳庙》，第37－38页，图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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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丰富的关中、关东、晋阳及东北地区，出土的瓦当，彼此之间体现出高度的差异性，与当时群雄割据的

背景相呼应。即便如此，从瓦当纹饰的主题和布局形式入手，亦能找到其中的共性及新的变化趋势。关

中、晋阳一带均流行四分布局的云纹、文字瓦当。而关东所出者，在此基础上还显现出多种新的因素。以

邺城所出者为例，其A型文字瓦当、云纹瓦当，仍然沿袭四分构图的传统，但新出现了采用乳丁装饰、纵

向界隔线的B型、C型文字瓦当，以及几何植物纹瓦当和八瓣莲花纹瓦当。上述标本和伴出的人面纹瓦饰

一起，开一时之先河。在东北地区，三燕龙城出土的莲花瓦当中，A、B两型标本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B型标本全然舍弃了四分布局、界隔线等传统要素。若考虑到前、后燕政权占据华北腹地的历史背景，则

B型莲纹瓦当的出现很可能源自关中邺城等地瓦当面貌的新变化。

北朝前期平城的营建，则使得十六国时期关东地区的瓦作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承袭，双界隔线文字

瓦当进一步演变成新的井字界隔文字瓦当，成为平城时代前期最主要的瓦当类型，这与平城营造的工匠

〔图十〕 晋阳古城出土北朝瓦当
1-5. 复瓣莲花纹瓦当   
6-13. 单瓣莲花纹瓦当
1-2. 甲类 （三号基址H23∶11、 三号基址H51∶4）  
3-4. 乙类 （一号作坊H132∶1、 三号基址H30∶3）  
5. 丙类 （一号基址TG7H62∶2）
6-7. 甲类A型 （娄睿墓773、 徐显秀墓标本419）  
8-10. 甲类B型 （晋源苗圃TG1055④a∶1、 TG1067⑥∶4、 TG2024④a∶2） 
11-12. 甲类C型 （三号基址J2∶4、 晋源苗圃TG1072⑥∶2）  
13. 乙类 （一号基址T10502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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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密切相关
‹1›
。此时，云纹瓦当已不见踪影，半圆形人面瓦饰、四分界隔的布局传统亦很快淡出历史

舞台。平城时代末期，以莲花纹、兽面纹、莲花化生为主体的瓦当装饰风格已基本形成，在迁洛之后亦得

到直接承袭。相较十六国时期，北朝都城瓦当对地方和边陲地区瓦作的辐射和影响更全面，后者虽在具

体造型上多有变化，然大的纹饰类别与都城地区别无二致（详见下节），极大地消弭了十六国时期不同地

理单元和政权间瓦作的差异。

（二）东西分野格局的形成

北魏分裂后，关东邺城与关中长安一带的标本再次显现出新的变化。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首先，

就目前的出土资料而言，两地的瓦当类型已然不同。邺城一带的东魏北齐瓦当，大体承袭了北魏晚期洛

阳城的单瓣莲纹瓦当传统，多数不饰联珠外饰，花瓣数一般不超过十一瓣。而长安城内出土的西魏北周

瓦当风格则大相径庭，虽同样以单瓣为主，但多数有联珠外饰，瓣数在十二瓣以上，且流行只勾勒花瓣

轮廓的空心瓣。唯在临近潼关的西岳庙，可见到与洛阳、邺城风格相近的实心枣核状单瓣莲纹瓦当。

再者，虽然目前长安一带北朝遗存的积累尚处起步阶段，现今出土的少量标本，并不代表西魏北周

瓦当的全貌。但若将视线放得更为长远，则会发现关中、关东的瓦作差异，在隋唐时期仍然存在，而其

中的一些源头，很可能要追溯至北朝晚期。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在同流行莲花纹瓦当的背景下，差异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单、复瓣莲花纹瓦当所占比重不同，特别是在隋唐前期，长安及周边离宫中复

瓣占比尤高，洛阳地区则以单瓣为主；二是两地的瓦当纹饰上存在差异，长安地区的诸多瓦当类型并不

见于洛阳，既包括出土数量较多、分布广泛的多种复瓣莲纹瓦当，也包括一些零星出土的线刻状的空心

‹1›  “（天兴元年正月，398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前揭《魏书》卷二《太祖

纪》，第35页。

〔图十一〕 关中地区出土北魏末至西魏北周时期莲花纹瓦当
1. 甲类 （西岳庙G66H1∶11）  
2-4. 乙类A型 （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城门T1解剖③∶2、 T2②∶3、 T1③∶24）  
5. 乙类B型 （长乐宫二号建筑晚期遗址Y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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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瓣莲纹瓦当〔图十二：1〕
‹1›
和变体忍冬

纹瓦当〔图十二：2〕
‹2›
。其中的线刻状单

瓣莲纹瓦当，与西魏北周时期的标本一脉

相承。复瓣莲花纹和变体忍冬纹瓦当，其

源头均可上溯至北魏洛阳城。从现有材料

来看，这两类瓦当在关东、晋阳等地的东

魏北齐瓦当中并未延续下来，则其在北

魏、隋唐间的发展缺环，很可能存续于关

中地区的西魏北周瓦当中。

（三）同政权内都市的瓦作差异

同一政权内部，不同都市之间的瓦作虽然联系密切，但伴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其匠作系统亦随

之分化。北魏迁洛以后，约略同时的平城第四期瓦当与洛阳第二、三期瓦当，在变化趋势上仍有诸多共

性，如均新出现单瓣莲花纹瓦当、联珠纹外饰，复瓣莲花纹的形态开始内收等。但其具体的纹饰造型差

异已逐渐增大。

在东魏北齐时期，同为政治中心的邺城、晋阳二地，这种差异更为突出。以两地均最流行的甲类单

瓣莲纹瓦当为例，晋阳所出的A型标本确与邺城所见者对应，然B型、C型似乎皆为当地的特色，其中枣

核瓣外附有外廓的B型单瓣莲纹瓦当，在隋唐两京亦流传较广，影响深远。此外，相较邺城地区，晋阳

一带的复瓣莲纹瓦当可能占比更高。以上不同，似乎都显示出两地匠作系统的分隔与独立。

四  文化源流

（一）来源

十六国北朝瓦当纷繁的文化面貌，是魏晋传统、北族偏好、佛教装饰因素与南方瓦作影响四方面融合

的产物。四种因素相互交错、此消彼长。

魏晋时期的瓦当传统，对十六国北朝瓦当有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基于洛阳、邺城所出的材料，学

界一般以装饰三角形锯齿缘的云纹瓦当作为北方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瓦当的典型代表。在邺城所见的十六

国瓦当及平城所见的北魏初期文字瓦当上，确实仍可看到这种外缘装饰的影响。关中地区的十六国云纹

瓦当，则较为复古地承袭了本地西汉瓦当中出现的“X”形菱格纹外饰。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文物出版社，2008年，彩版九二。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图版九二。

〔图十二〕 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相关瓦当材料
1. 唐长安醴泉坊 T3H2∶1
2. 仁寿宫·九成宫37号殿址标本1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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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都城的主流类型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传统。其一是文字瓦当在魏晋时期的余

续。西汉中后期，文字瓦当在长安地区仍占有相当的比重
‹1›
，然而在东汉洛阳城及周边的帝王陵寝中，

文字瓦当似乎骤然衰颓。不过从现有的材料中，依然可以看到洛阳一带仍有部分文字瓦当得到了延续。

洛阳城中曾出土“长乐未央”文字瓦当残块，与近年朱仓村M683集中出土者
‹2›
可互相佐证〔图十三：1－

2〕，另在城郊墓葬中曾发现“津门”瓦当〔图十三：3〕，为东汉洛阳南面西侧城门名
‹3›
。以上个例，提示在

东汉都城的瓦作体系中，文字瓦当仍有一席之地。

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学界就曾围绕东汉时期的文字瓦当展开过讨论，围绕青海发现的四

分界隔、小字隶书“西海”“元兴元年”等文字的瓦当〔图十三：4〕，其当文“元兴”是东汉和帝还是东晋安帝

的年号，学界有不同的见解
‹4›
。从历史背景出发，这例标本确与文献记载的东汉时期复建西海郡的历史

背景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京师仓遗址，出土了一件当面布局和字体皆有相似之处的“吴氏舍当”文

字瓦当〔图十三：5〕，该遗址还出土了饰“冢”字、外饰多圈菱格纹的云纹瓦当残块〔图十三：6〕
‹5›
。京师仓

遗址的主体建筑和出土遗物以西汉时期为主，但还存在打破这一期建筑格局的东汉砖瓦窑。上述两件相

对特殊的文字瓦当，与遗址中典型的西汉文字瓦当风格差异甚大，很有可能是这批砖瓦窑烧造的东汉时

期产品。如果说前述洛阳所见者尚承袭了西汉长安一带的文字瓦当传统，上述标本则更多地显现了东汉

时期的新变化。以邺城所出A型文字瓦当和带铭云纹瓦当为代表的十六国初期瓦当，源头可以上溯至这

两类东汉时期标本。

文字瓦当的传统在魏晋时期依旧延续。永陵南城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图十三：7〕
‹6›
、朝鲜所见乐浪

“大晋元康”瓦当〔图十三：8〕
‹7›
，体现了具有西汉传统的四字篆书瓦当在东北地区的流变。辽阳三道壕晋

墓出土反文“太康二年八月造□□德向”（281年）的云纹瓦当
‹8›
作为较明确的纪年材料〔图十三：9〕，是上

述东汉以降文字瓦当新风格的延续，同类标本还见于东汉以降的四川和山东地区
‹9›
。以上东汉至魏晋时

‹1›  陈徐玮《汉长安城瓦当研究》，《考古学报》2022年第1期，第1－18页。

‹2›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洛阳朱仓村M683东汉墓园》，《考古》2022年第6期，第38－61页。

‹3›  前揭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东汉孝女黄晨、黄芍合葬墓》。

‹4›  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7期，第375－383页；安志敏《元兴元年瓦当补正》，《考古》1959年第11期，第

626－628页；黄盛璋《元兴元年瓦当与西海郡》，《考古》1961年第3期，第166－168、171页。

‹5›  前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第41页。当文释读及同类标本的梳理参见袁仲一《秦汉文字瓦当释谈七则》，《唐都学

刊》2009年第2期，第15－20页。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陵南城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图版一一六。

‹7›  ［日］关野贞等《樂浪郡時代ノ遺蹟》，汉城：朝鲜总督府，1925年，第215页。

‹8›  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第37－46页。

‹9›  易立《四川出土六朝瓦当初步研究》，《考古》2014年第3期，第68－81页；郑漫丽《浅议四川地区出土的汉代文字瓦当》，《四川

文物》2022年第4期，第58－67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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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字瓦当的发展轨迹，与十六国时期文字瓦当的兴盛密切关联。

其二，则是东北地区的四叶莲纹瓦当传统。这批标本集中出土于东汉至魏晋时期的永陵南城遗址

〔图十三：10〕，有学者注意到，这类标本与后来随佛教而兴盛的莲花纹装饰截然不同，或可命名为叶

瓣纹
‹1›
。不过从长时段的视角而言，这类四瓣、六瓣布局的瓦当与后来佛教兴起后流行的单瓣莲花纹瓦

当之间，在花瓣形态与瓣数上多有相通之处，因此本文仍采用莲花纹同一命名。三燕龙城流行的A型莲

花纹瓦当，显然承袭了这一本地瓦作传统。

以上云纹、文字瓦当和四叶莲纹瓦当三大类，虽主题纹饰不相同，但又有共同的特征，即当面均由

界隔线划分，呈现四分布局。这种布局形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式图布局的理念
‹2›
，与魏晋以降、佛教流

行之后的裂瓣纹构图理念有明显的区别
‹3›
。传统的四分界隔布局，对十六国瓦当有着深刻影响，邺城所

见的“大赵□□光□浮图”文字瓦当、几何植物纹、云纹瓦当，平城所见的柿蒂纹、云纹和各类文字瓦当，

关中出土的云纹瓦当、“千秋万岁”文字瓦当等，皆延续其风，其布局传统在北朝前期才逐渐消退。

统治者的喜好和选择，是十六国北朝瓦当文化面貌骤变的重要原因。文字瓦当是其中最典型的例

‹1›  前揭李新全《三燕文化界格图案瓦当源流考》。

‹2›  李零《说云纹瓦当——兼论战国秦汉铜镜上的四瓣花》，《上海文博论丛》第10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63－68页；冯

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6－78页。

‹3›  宋玉彬《构图理念视角下的高句丽和渤海瓦当研究》，《考古》2020年第6期，第97－107页。

〔图十三〕 东汉魏晋时期相关瓦当材料
1. 汉魏洛阳城出土 “长乐未央” 瓦当 （93BLT13②∶1）  2. 洛阳朱仓村M683墓园H18∶1
3. 洛阳黄晨、 黄芍合葬墓出土“津门”瓦当 （M226∶11）  4. 青海海晏三角城出土 “元兴元年”瓦当  
5. 京师仓出土 “吴氏舍当” （标本80T1③∶1）  6. 京师仓出土 “冢” 字云纹瓦当 （标本055）  
7. 永陵南城出土 “千秋万岁” 瓦当 （T2315③∶3）  8. 乐浪所见 “大晋元康” 瓦当  
9. 辽阳三道壕晋墓出土反文 “太康二年” 云纹瓦当  10. 永陵南城出土四叶莲纹瓦当 （J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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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一时期，“大赵”“大代”等国号多见于当面，“万岁”“富贵”“皇祚永延”“传祚无穷”等吉语文字逐步发

展，在北魏平城时代达到顶峰。云冈窟顶寺院的发掘材料显示，在北魏平城时代后期的皇家佛寺建筑

中，这类吉语瓦当已经占据了绝对主流。这种以朴素而直白的文字取代云纹装饰的审美转向，可视作北

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心态的直观反映。

佛教装饰因素在瓦当装饰上的渗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十六国时期，邺城一带后赵“光□浮图”文

字瓦当和单瓣莲纹瓦当的出现，是当时佛教繁盛的体现。三燕龙城一带莲花纹从无间饰的四分、六分界

隔布局，向有间饰的裂瓣布局转变，亦是旁证。至北朝这一变化并未得到很好的承袭。北魏平城时代早

中期，仍以文字瓦当为主流，仅在文字瓦当的当心偶见复瓣莲纹装饰。及至北魏迁洛前后，复瓣莲纹、

兽面纹、莲花化生瓦当交替出现，佛教因素终于在瓦当装饰上占据了主要地位。北魏末期，单瓣莲纹瓦

当、联珠纹等要素融入当面装饰中，奠定了北朝瓦当的最终格局。

在北魏晚期兴起、北魏分裂后仍然盛行的单瓣莲花纹瓦当，与南朝盛行的单瓣莲纹瓦当纹样十分接

近。尽管学界对南方地区莲纹瓦当初始的生产时间尚存在诸多异议，但相较北魏疆域内6世纪以后才开

始出现的标本，南方同类瓦当的出现和流行年代显然更早。北方地区同类瓦当的流行，应当是南风北渐

的产物。

（二）流向

十六国瓦当与东晋瓦作有着密切联系。在北方，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心都城的瓦作向边陲不断传播。

这一阶段瓦当的演变，对隋唐及后世的瓦当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

1. 对南方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在战乱频繁的背景下，北方地区大量人口南迁侨置，这在出土瓦件中亦有体现。福州

所见半圆形的人面纹瓦饰即为典型例证（见图二：6）
‹1›
，在徐州一带亦发现有相近的标本（见图二：5），

可能代表了中原北方地区瓦作在不同阶段的南传
‹2›
。有研究提出，东晋时南方骤然出现的兽面瓦当造型

亦源自洛阳地区，只是并非源自瓦当装饰而已
‹3›
。

广州一带涌现的一批早期莲纹瓦当
‹4›
同样值得注意。这批莲纹瓦当包括两种，一种饰实心八瓣，莲

蓬当心，有三角缘外饰〔图十四：1〕。另一种花瓣稠密，呈线刻空心状，有短线纹外饰，当心饰四瓣

或六瓣花，或穿孔，可能为椽当〔图十四：2〕。既往有研究将此组莲纹瓦当标本的年代判定为东晋晚

‹1›  林峰《福州城区出土的六朝云纹、人面纹和兽面纹瓦当简论》，《福建文博》2023年第4期，第4－11页。

‹2›  北方地区其他散出半圆形人面瓦饰的材料梳理，参见王飞峰《汉唐时期东亚文化的交流——以人面纹瓦为中心》，《边疆考古研

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14－234页。

‹3›  吴桂兵《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研究》，《东南文化》2008年第4期，第74－81页。

‹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博物院《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选录》，科学出版社，2021年，

第4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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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
，笔者认为尚有讨论的空间。将这批瓦当判断

为东晋晚期标本的主要证据是其多出土于南朝早期

地层，特别是曾发现于2000年广州儿童公园发掘

区内的东晋水井（编号J8）。该水井开口于该年度发

掘区第 层（唐代层）下，为残口圆形砖井，井壁可

见铭文砖“泰元十一年（386）十月九日立”。水井中

出土器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陶瓷器，包括陶四耳

罐、网坠，瓷碗、杯、器盖等；另一类为砖瓦，包括

15件文字砖、1件钱文砖、6件莲花纹瓦当，另有零星石、料、角器。报告将水井和井内遗物归为东晋－南

朝时期
‹2›
。井中出土文字砖的模印文字与井壁所见砖契合，很可能是水井毁坏后坍塌的原位构件。但其

他建筑构件的年代可能与水井的营建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出土的“大泉五十”钱文砖，显系汉代遗物。因

此，这座水井的纪年铭文并不足以作为判断井中莲纹瓦当年代的确凿证据。

该组莲花纹锯齿状或短线状外饰具有强烈的魏晋色彩，其外饰与本地区西晋风格的云纹瓦当相近，

部分花瓣形态又与邺城地区出土的十六国时期莲纹瓦当标本类似，且在南京地区又未能觅见其源头。同

时，其与广州地区所见的其他南朝莲花纹瓦当差异明显。笔者认为这批标本应该是当时北人南迁的产物

之一，年代不排除上溯至东晋前期的可能。

北朝与南朝瓦当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建康一带曾陆续出土南朝时期的复瓣莲纹、忍冬

纹和块面状的兽面纹瓦当。这些题材元素，在北朝瓦当中同样有所发现，但二者的样式不尽相同，应视

为佛教影响下装饰的异曲同工。此外应该强调的是，抛开纹样层面的类似，南北朝的瓦作在技术层面有

明显的差异。北朝时期盛行压磨黑光瓦件（青掍瓦前身），并逐渐出现琉璃瓦件的萌芽，在建康等地迄今

未见南朝同类标本的报道。十六国北朝瓦当当背所见的刻划痕迹，同样不见于建康。

2. 北方地区瓦作的传播

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各个政权的兴起、覆灭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瓦作从各政权的中心都城向

边塞进一步传播，并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东北朝阳一带的瓦作，在三燕至北朝时期经历了至少三次较大的变化，可谓典例。第一次变化发生

在三燕时期。龙城一带的瓦当，从本地传统的有界隔线的四叶莲瓣转变为无界隔的六瓣、八瓣莲花，间

饰趋向复杂化，即本地区A型莲花纹瓦当向B型的转变（见图五）。在制作工艺上，这两类瓦当均流行魏

晋时期东北地区使用的套接法，即制作时，瓦当当面对接圆形瓦筒，边轮即瓦筒的一部分，与当面分体

‹1›  李灶新《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出土瓦当研究》，《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22－137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

报》2002年第2期，第235－260页。

〔图十四〕 广州出土东晋莲花纹瓦当
1. 2005T1706H1201∶9  2. 2003T6 ∶3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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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当背因要切去半圆形筒瓦，会留下“切当”痕迹。稍需补充的是，朝阳地区的三燕瓦当中，A、B

两型莲花纹瓦当，均对高句丽瓦当产生了深远影响。A型六瓣界隔莲纹瓦当为高句丽中期瓦当的典

型样式，而B型无界隔、饰以间瓣者亦见于高句丽境域的珲春古城村寺庙址，可能与工匠的迁移直接

相关
‹1›
。

第二、三次变化均发生在北朝时期。北魏灭燕后，于龙城故地设营州。文明太后掌权时期，于此营

建思燕浮图
‹2›
，朝阳北塔发掘所见的大批“万岁富贵”瓦当很可能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图十五：1〕

‹3›
，根据

公布的标本照片判断，其边轮完全脱离，在制作工艺上很可能依然保留了套接法传统。北魏迁洛前后盛

行的复瓣莲纹瓦当，在朝阳一带鲜见报道。然而北朝晚期流行的单瓣莲纹瓦当，在朝阳则十分常见〔图

十五：2〕，且出土标本的制作工艺已转变为对接法，即制作时瓦当与边轮一体成型，筒瓦接于瓦当背

面。从单纯纹饰的效仿到制作工艺的演替，体现出边陲重镇与中心都城之间瓦作联系的逐步加强。

冀蒙一带北朝城址出土的瓦当体现出类似的阶段性。陈永志曾对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北朝瓦当进行梳

理，指出在种类上以单、复瓣莲花纹为主，亦有少量兽面、文字、莲花化生瓦当的报道
‹4›
。不过在展开讨

论前，有一些材料的年代尚需加以辨别。如托克托县云中古城出土的兽面纹瓦当
‹5›
〔图十六：1〕，从其

边轮形制和兽面造型来看，与北朝都城地区的兽面瓦当迥异，无论是高浮雕的造型抑或兽面的纹样，

都更接近金元时期标本。另1980年代和林格尔县文管所在土城子古城曾采集到1件角抵瓦当
‹6›
〔图十六：

2〕，有两健硕小儿相抵，旁有网格纹底衬，外饰一周联珠和卷云忍冬纹，边轮窄而低平。值得注意的

是在该城址后续的发掘和整理中，并未报道过同类瓦当
‹7›
。王银田已对其年代提出质疑

‹8›
。这一孤例尚

待更多的旁证来确认其年代。

以年代相对确定的文字、莲花和莲花化生瓦当为例
‹9›
，这一区域的瓦当，从北魏早中期的“万岁富贵”

‹1›  李新全《金岭寺建筑址与古城村1号寺庙址年代考辨》，《辽海文物》第一辑，辽宁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87－95页。

‹2›  “太后立燕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前揭《魏书》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第385页。

‹3›  既往也有研究认为三燕地区的“万岁富贵”文字瓦当为十六国时期产品。但发掘报告公布的材料中，这批文字瓦当多出自⑤层

（北魏文化层）及晚期扰层，叠压于出土四叶莲花瓦当、半圆形人面纹瓦饰的⑥层（三燕文化层）之上，相对年代应该偏晚。参前揭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第17－52页，图版二九。

‹4›  陈永志《内蒙古出土瓦当概论》，载陈永志主编《内蒙古出土瓦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5－18页。

‹5›  前揭陈永志主编《内蒙古出土瓦当》，第40页。

‹6›  王大方《内蒙古出土北魏童子角抵瓦当》，《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第49－51页。

‹7›  前揭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博物院等《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一）——城址发掘报告》。

‹8›  前揭王银田《回望桑干：北朝、辽金考古研究》，第103页。

‹9›  资料参见前揭载陈永志主编《内蒙古出土瓦当》，第85－92、171－180、235－237页；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土城子遗址调查、钻探与试掘简报》，《西部考古》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60－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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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瓦当〔图十七：1〕，转型至5世纪末、6世纪初迁都前后的宝装复瓣莲纹瓦当〔图十七：2－5〕和兽面

纹瓦当〔图十七：6〕，最后至北朝晚期，在保留复瓣莲花纹瓦当及莲花化生瓦当传统的同时〔图十七：

10－11〕，兴起单瓣莲花纹瓦当〔图十七：7－9〕。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发现的北朝晚期瓦当，

其稠密而略显简化的复瓣、单瓣莲纹与圆乳丁当心的组合，似乎与平城（见图七：17－23）、晋阳（见图

十：4）而非洛阳地区的瓦当更为接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晚期边镇与洛阳的疏离。

3. 对隋唐及后世的影响

在十六国北朝的历史进程中，曾经风行一时的云纹、文字瓦当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北朝中晚期独具

特色的莲花化生、兽面纹样瓦当，在隋唐时期并未得到流行和推广。最为主流的莲花纹瓦当，则得到了

后世全面的承袭，联珠纹外饰和莲花纹瓦当结合并逐步普及，在隋唐时期成为辐射全国的典型样式。

直至唐末王朝崩解之前，这种以北朝产品为基础形成的莲纹瓦当几乎成为中华大地上瓦当装饰的不二选

择，并对北方草原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瓦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北朝晚期的瓦当面貌而言，各中心

城址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差异。隋唐瓦当的典型样式，并非直接来源于一地，更似长安、邺城、晋阳地区的

风格交错融合。长安、邺城的影响自不必复述，而晋阳作为李唐龙兴之地，在隋唐瓦当形成的过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亦值得引起充分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定的遗址，北朝瓦当甚至可产生更长时段的影响。早年日本学者在云冈石

窟第9、10窟窟前发现的一类带联珠纹的、边轮低平的宝装六复瓣莲纹瓦当标本（见图十六：3），曾一度

被认为是北魏时期莲花纹瓦当。然而近年来类似瓦当在窟顶辽金寺院遗址中亦有出土（见图十六：4），

还有与大量辽金时期遗物伴出，表明这类标本应该是晚期仿烧的复古产物。

五  余论

瓦当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构件自身，更在于它是了解建筑遗址乃至城市沿革的媒介。以系统的

瓦当谱系框架为参考，我们可以对一些重要遗址的性质和年代做进一步的思考。如被认定为北魏太官粮

储遗址的操场城二号建筑基址，从出土瓦当的类型和数量统计来看，大多数标本属于平城四期，意味着

该基址很可能在迁洛以后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修缮。但与此同时，该基址也伴出一些年代颇早的平城一期

〔图十五〕 三燕龙城出土北朝文字瓦当和莲花纹瓦当
1. 朝阳北塔出土 “万岁富贵” 文字瓦当 （T8⑤∶79）  
2. 朝阳北大街出土莲花纹瓦当 （04CLⅥ排∶65）

〔图十六〕 年代需辨析的标本
1. 托克托云中故城采集TBC∶9  2. 1980年代和林格尔土城子采集  
3. 云冈第9、 10窟窟前采集  4. 云冈窟顶辽金寺院遗址T20507②∶1

1 2 1 2 3 4



104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5年第11期･ 第283期

瓦当标本。虽然存在后期扰动以及旧瓦挪作新用的可能，但这一线索确实提示操场城一带大型建筑基址

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沿革，需要通过未来进一步的发掘和解剖来探寻。

实际上，在平城的永固陵、云冈窟顶寺院等遗址，同样出土了迁洛以后修缮的瓦件。在谱系同样相

对完善的北魏洛阳城，我们亦可以看到早期营建的遗址中出土不同期别修缮用的瓦当，晚期营建的遗址

中同样也会有早期瓦当的发现。这提示我们，尽管文献史料的记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辅证，但瓦当年

代的准确判断，仍然要以典型单位、层位关系、遗物自身的类型框架及详实的数据统计为基础。

通过长时段、大范围瓦当资料的梳理及谱系的构建，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不同地区的重要城址之间

瓦作的关联与差异。这揭示出，不能以单线进化的视角看待这一时期瓦当的发展谱系。即使是一些政

治、地理上关联密切的城址，其瓦当的纹样、制作工艺及变化的方向、速率，都很可能存在不同。

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中，基于文献史料和纪年文物的丰富，许多出土遗物的断代难题得到了极大的

缓解。不过以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瓦当这一标型器为例，可以看出其材料的积累方面仍存在广阔的增长空

间，在具体遗物的年代判别上，亦存在诸多未尽之处。以重要的城市遗址为中心，以科学考古工作获得

的标本
‹1›
为主体建立基础资料的数据库，在充实个案的基础上完善时代整体框架，是在未来深入的研究

阐释之前，亟待完成的基础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盛 洁）

‹1›  在十六国北朝瓦作的的研究和讨论中，不乏“大秦龙兴化牟古圣”“太和十六年”瓦当等重要材料，惜非考古工作所获，本文对这

一类材料不予探讨。

〔图十七〕 冀蒙一带城址出土典型北魏瓦当
1. “富贵万岁” 文字瓦当 （托克托云中古城TBC∶5）  
2-5、10. 复瓣莲花纹瓦当 （托克托云中古城TBC∶6、 TBC∶8、 尚义土城子采集∶27、 和林格尔土城子ⅢT17③∶2、 尚义土城子采集） 
6. 兽面纹瓦当 （呼和浩特坝口子城址出土）  
7-9. 单瓣莲花纹瓦当 （和林格尔土城子ⅢT2⑤∶4、 和林格尔土城子ⅢH9∶1、 和林格尔土城子ⅢT3④∶3） 
11. 莲花化生瓦当 （托克托云中古城TB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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